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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世纪的佛教青年——佛教青年与人间佛陀(上篇)     杜忠全 

 

前言 

佛教始于佛陀的睹星澈悟，而开示教法与创立教团，至今已逾 2千 500年。 

 

在漫长的历史中，佛教的世谛流布，由于因应不同的时空、不同的文化区，以及不

同的世道人心，而产生不同的方便适应。这些因应世俗而巧为施设的方便之道，在

时间的源流中沉淀，遂形成了佛教中根深蒂固的传统，成为佛教谛理的一部分。 

 

20世纪的百年间，世界经历了几番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

 

科技的长足进步、信息传播的益加发达，使得时间的轮子转动得更快；20世纪的中

国佛教，也处在新旧世界的夹缝中，面临了存在与消亡的挣扎，而经历了一场如 

火如荼的革新运动。在思想与理论层面，则有“人生佛教”乃至“人间佛教”的倡

导，而以印顺导师的“人间佛教”思想体系最为完整。 

 

印顺导师提出了“契理”与“契机”来作为人间佛教乃至未来佛教发展路向的实践

原则。本文即依循此二大原则，来思索新世纪的佛教青年对新世纪佛教学理应具有

的正知、正见与责任。 

 

新世纪与佛教青年 

 

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家长权威极强的社会，越是年届宿耆者，在社会上的影响力

就越大；家族内的一族之长，更是族人仰望的中心，具有约束族人的公信力。但这 

样的社会传统，已随着专制政治体制在 20世纪初叶的崩溃而瓦解；新的社会、新

的时代里，年轻人成了社会的动力来源。 

 

而在科技日新又新的当儿，知识的折旧率之高，使适应能力较强的年青一代，成了

社会的新主人。中国佛教从古老的传统社会中传承而来，无可否认地具有适应老年

人的宗教本质，但这是社会适应而使之然的，不可说是佛教的本质。 

 

佛教如何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，使之更适应现代的世道人心，也即是如何由圣义谛

而开展世俗谛，因第一义悉檀而次第开展对治、各各为人、世间等诸悉檀，这应该

是当代佛教青年所关心的首要问题。 

 

佛教得进入青年人的生活圈中，才不会被视为古老、落伍的、一条未被剪去的满清

辫子，这是契合时代之机的。但青年是否需要佛教呢？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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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只是为了迎合青年人之所好，而对佛教进行了无谓的改造，则佛教不但未得其

益，反而引致无穷的祸害；对青年人而言，也只多提供了一个团体活动的空间，而

不能从中得到佛教的法喜。因此，任何的方便应机，首先需考虑的，便是“契理”

的问题。 

 

“佛教青年”，是否即同于一般的信徒？当然不是。青年人的特性之一，便是具有

很强的求知欲。就此一特性来塑造佛教青年，则佛教青年应该是对佛教的根本教理 

有一定的了解与掌握，并清楚地知道佛教与非佛教的界限，才称得上是佛教青年，

与一般只懂膜拜求平安的信众，是有所区别的。 

 

佛教青年的佛陀观 

传统的中国佛教，经过与中国传统的儒、道思想的交激与协调之后，儒家的入世、

淑世性格，使外来的佛教不得不往出世的一面去发扬。 

 

加上皇权统治时代，统治者的喜怒好恶，对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之存亡之虑，往往

有巨大的影响。 

 

于是，山林佛教大为发展，形成了中国佛教的隐逸性格。因此，在中国人的传统意

境中，入世的归属于儒家的事务，唯有出世的解脱事务与佛教有关，似乎解脱与现

实人间的生活成了两不相及的事，解脱的追求意味着对人间现实的割裂与离弃。 

 

如此意义的佛教，只有对那些耆老者、宦场挫折的士大夫或遭现实生活重重打击的

失意人，才能激起信仰和追随。对于这一类的“人生失败论者”而言，佛陀的愈是

大雄大力，对他们愈是激起信靠之心，祈望仰赖佛陀的大神力，可以引领他们超脱

人生的苦海。 

 

原本现实人间出世的佛陀、自力解脱的佛教，在时代因缘之下，遂转而成了世外天

神降世、他力接引往生的神教。 

 

时代因缘改变了，佛教的适世方便亦应有所变易，以契世机。 

 

新世纪的佛教青年，必须从佛教神教化的框框中超脱而出，认识到佛陀的现实人间

性格。皇权统治时代，统治者高高在上，君临万民，普罗万民在统治者面前正眼都 

不敢抬望；在此情形下的佛教，也必然具有权威性格，佛陀高据上位，神临信众，

与佛徒百姓之间，保持着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，一如皇帝与百姓之间的界限不可混 

淆一样。 

 

尤有进者，甚至不惜于伪造经典，以当今的皇帝匹配佛陀，如唐代时期出现的《大

云经》之类的经典便是。因此，皇权统治时代的佛陀，多处于天界与神殿之间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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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近人间生活，与百姓生活之间的联系，只有一柱清香。 

 

新时代的佛教青年应该认识到佛陀的现实人间性格：佛陀生于进入文字历史时代之

前的印度，后世辗转写定的佛陀传记，难免会依据佛弟子的理想与想象而加以神 

化，但佛陀的人间行迹与原始圣典的记载，其言教与身教等，在在皆显示他是一个

现实人间的行者，依据当时的时代风气而出家、修行，仗凭自力的定慧双修而睹星 

澈悟。 

 

佛陀的现实人间性格，不必与遥遥天外的大力梵神搭上关系，这样非但不会灭减了

佛陀的光辉，反而更显出佛陀的可贵性质。 

 

佛陀与你我一般，是现实人间的一个“人”，而且唯有“人”，才具备了修行佛道

的条件，显示“人”这一生命形态的可贵与人身的难得，“人”与佛在“人身”的

这一条件之下平等了起来。 

 

这正如民主宪政时代的国家元首一样，并非是高据上位，拒万民于千里之外的尊贵

阶级，选民可以推他上台，也可以拉他下台；选民如果具备条件的话，也可以被推

选上台。 

 

就选举与被选举这一方面来说，国家元首与普通选民的权力是平等的，并没有森严

的阶级判分而不可逾越。佛陀与佛弟子之间的关系，也如同选举人与选民的关系一 

般，原始佛典上记载的佛言，申明“我亦在僧数”，佛陀完全把自己消融在他所组

织的出家教团之中。佛弟子对佛陀的恭敬，是对佛陀智能化导的一种自发性的感 

恩，而非对外在权威的畏惧，或外力诫约的要求。 

 

有了“佛出人间”乃至“佛在人间”的认识，就可以厘清佛教与神教的界线，也不

再受神棍或诸多新兴教派挟神迹以惑众了。 

 

佛教青年对人间的佛陀生起了深切的信心，也即是对自己、对人类的本质生起了信

心，可以活出人性的尊严，并力求逐步地提升，以臻佛陀大智慧的境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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